
从“乡规民约”到公民道德
———从国家—地方社群—个人关系看道德的现代转型

□ 王小章 冯 婷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地方性伦理”，传统的“乡（村）规民约”之形成、存在、内涵与作用都

是与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特定的国家—地方社群—个人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现代化

进程中社会结构之不可逆转的转型，“乡（村）规民约”也必然逐渐走向式微而成为明日黄花。不

过，社会结构性变革在使“乡（村）规民约”从总体上走向式微、终结的同时，也在催生、呼唤着一

种新的道德，这种新道德，就是公民道德。公民道德所调节的，是作为越来越直接投身于外部公

共社会中的一员、作为国家之公民的个体与其他公民、与国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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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的乡村治理中，作为强化“德治”的一

个重要方面，“乡（村）规民约”在各地都被赋予了

重要的角色， 也受到了不少研究乡村治理的学者

的关注。 笔者并不全然否定“乡（村）规民约”在改

善当今乡村治理中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是，就

像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指出的那样， 一种道德必

须与特定的社会结构形态相匹配、 相适应才能有

效地发挥其作用， 社会成员对一种特定的道德规

范的认同与否受制于社会成员本身所处的社会结

构形态， 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必然带动社会成员

思想意识的变化， 从而使得原有的道德对人们行

为的约束力下降而失去有效性。①着眼于在社会现

代化过程中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特别是国家-地

方社群（如村庄）-个人之关系的转变，笔者认为，
与其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乡（村）规民约”上，不

如更多地放在如何培育和建设公民道德上。 或者

说，着眼于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村规民约本身应

该连通并纳入公民道德。

一

在现代社会兴起以前， 中国传统国家和西方

（主要是欧洲） 在总体外观形态上是相当不同的。
在欧洲的封建制下，政治-社会治理被分散到特权

（贵族）阶层的不同部分中，由各享有特权、在其领

地内“可以自行审理案件，自己募兵和养兵，自己

收税，甚至常常自己制定和解释法律”②的大小贵

族领主在各自的领域内按其自身的意愿和利益进

行， 而不是由某个统一的代理机构在一个明确划

分出来的、凌驾于其他领域之上的公共领域中，根

据某个普遍的、 包容一切的政治组织的意志来实

施。而在中国，由于治水以及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对

农耕文明的侵扰都需要动员大规模的人力物力，
因而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皇权官僚制国家，所

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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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在这种显著的不同外观之下，在现代以前，中

西方国家形态 实 际 上 存 在 着 一 个 重 要 的 共 同 特

征，那就是，一方面，由于以高度自给自足的农村

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简单社会不像现代复杂社会那

样对“有为政府”有诸多功能性需求，另一方面，也

由于国家的治理手段受到经济上、组织上、技术上

（如交通、通讯、监控、武器等）的限制，从而，它渗

透社会、 干预个体的实际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

此，国家，特别是中央政府，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

觉，相对于地方社会而言，通常是“无为”的，地方

社会实际上主要处于一种自治的状态。 “超于地方

性的权力没有积极加以动用的需要。 这不但在中

国如此，在西洋也如此。 ”③在西方，如上所述，治理

主要是分散到一个个地方小共同体中来实现的；
而在中国，则“皇权不下县”，除了徭役、赋税以及

严重治安事件（如命案、剿匪）会体现出国家意志

和权力，其余如修桥铺路、扶贫济困、解决纠纷等

等基本日常治理同样主要由地方性共同体内部治

理解决。 对此，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传统上之“双

轨政治”的阐述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描述：“一、中

国传统政治结构是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

层。 二、中央所做的事是极有限的，地方上的公益

不受中央干涉，由自治团体管理。 三、表面上，我们

只看见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执行政府命令， 但是

事实上，一到政令和人民接触时，在差人和乡约的

特殊机构中，转入了自下而上的政治轨道，这轨道

并不在政府之内，但是其效力却很大的，就是中国

政治中极重要的人物———绅士。 绅士可以从一切

社会关系：亲戚、同乡、同年等等，把压力透 到 上

层，一直可以到皇帝本人。 四、自治团体是由当地

人民具体需要中发生的， 而且享有着地方人民所

授予的权力，不受中央干涉。 于是人民对于‘天高

皇帝远’的中央权力极少接触，履行了有限的义务

之后，可以鼓腹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 ”④换言之，
在传统中国，国家-地方社群-个人（村民）呈现这

样一种关系状态：第一，国家对于地方社会（村落）
的治理干预是非常有限而微弱的，相应地，地方社

会成员（村民）对于国家的义务和权利也是小而弱

的，也就是说，国家和地方社会成员（村民）的（利

害）关系是不密切的；第二，即使是这种本身已经

不太紧要的关系， 也并不直接建立发生在地方社

会成员（村民）和代表国家的政府之间，而是以地

方社会中的头面人物即地主、绅士为中介，因此，
对于传统社会中的普通村民来说， 通常只跟乡村

内部的这些头面人物打交道， 而不直接与政府打

交道，因而，长久以来实际上在头脑中只有村庄、
宗族的概念，而没有国家、民族的概念；⑤第三，地

方社会是高度自治的社群， 而主导自治的则是地

主乡绅等地方上的头面人物。
正是这样一种国家-地方社会-个人（村民）的

关系设定了传统社会“乡（村）规民约”———有时是

成文的，但更多时候是不成文但不言而喻的“约定

俗成”———之存在和作用的基本条件。 或者说，传

统的“乡（村）规民约”正是在这样一种国家-地方

社会-个人（村民）关系的约束下存在和作用的。首

先，从内涵上看，作为约束和引导地方社会内部成

员之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传统的“乡（村）规 民

约” 主要是一种从乡村自身社会生活需求中产生

的内生的“地方性伦理”，它一定程度上代替国家

的政策法律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规定了乡（村）
民们的基本社会义务。 而义务有两种类型，一是积

极的义务， 即必须做什么的义务； 二是消极的义

务，即不可做什么的义务。 由于传统”无为主义”的

国家对于地方社会（村落）的治理干预非常有限，
既无力直接有效地约束人们的行为， 也无力有效

地提供必要的服务， 同时也由于在传统社会中交

通、通讯技术以及市场的不发达，传统农村社区难

以从外部获得必要的服务， 而只能依靠内部来自

行解决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必然面临的各种需要和

问题，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内部，成员之间存在

着密切而直接的相互依赖， 由这种密切而直接的

相互依赖所决定———从根本上讲， 一切道德义务

都源自社会生活中的相互依赖性———传统乡（村）
规民约所要求于乡民相互之间之道德义务既是消

极义务和积极义务并重的， 即在强调哪些事情是

伤天害理、伤风败俗的因而不能做的同时，也强调

社群内部成员之间扶贫济困、 互帮互助乃至积极

参与修桥铺路等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义务；并且，
村民们在履行这些义务时， 无论消极义务还是积

极义务都是相互之间直接履行， 而不假手于第三

方中介。 乡民们对道德义务、特别是积极义务的履

行实际上弥补了国家的“无为”。 当然，也可以说，
正因为乡民们对于积极义务的履行， 才使得国家

可以“无为”。 而无论是对消极义务还是积极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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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违背， 都会被视做是对这个地方社群的挑战或

威胁。
其次，从功能上看，传统的“乡（村）规民约”作

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集体意识”维系了

地方社会内部的整合和基本的社会生活秩序，这

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但须指出的是，传统“乡（村）
规民约”的功能不止如此，它还维系着地方社会与

国家之间的联系。 这是因为，一方面，宗法制度是

传统“乡（村）规民约” 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是其核

心，而宗法制度的本质意涵，则是忠孝一体，家国

同构；另一方面，传统国家与地方社会成员（村民）
的权利义务关系虽然小而弱，但毕竟存在，这种小

弱但毕竟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实际运行中并不

是在国家-个人之间直接发生并生效的， 而是以

“乡（村）规民约”的形式转化为个体与地方共同体

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再由地方共同体通过其头

面人物与国家(官府)打交道而履行和实现的。 这

样，传统的“乡（村）规民约”通过强调忠孝一体，家

国同构的宗法制度，通过将国家-个体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转化为村民对地方共同体的权利义务关

系， 发挥着帮助维系中国传统社会之大一统格局

的作用。 “乡（村）规民约”虽然是一种“地方性伦

理”，但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治理上却具有全局性

的意义。
最后，从发挥功效的条件看，传统“乡（村）规

民约”之所以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与以下这些条件

是分不开的：第一，国家无力渗透介入地方社会，
普通地方社会成员很少接触外部世界 （包括国家

官府），这是传统“乡（村）规民约”不受干扰而得以

存在和作用的结构性前提；第二，在聚族而居、安

土重迁、极少流动性的传统时代，地方社会是一个

关系密切、 凝聚力高的熟人社会， 这是传统 “乡

（村）规民约”得以有效发挥作用所必需的“道德舆

论场”成为可能的前提；第三，传统封闭的地方社

会难以从外部获得必要的服务， 而只能依靠内部

来自行解决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必然面临的各种需

要和问题， 这使得它的成员处于一种紧密而直接

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 这种依赖的相互性是传统

“乡（村）规民约”所要求的各种义务，特别是积极

的义务得以被自觉履行的前提。 总之，稳定、内聚、
相对封闭的地方性熟人社群是传统“乡（村）规民

约”得以产生、形成并发挥功效的基本条件。

二

但是，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上这种使

“乡（村）规民约”得以产生、形成并发挥功效的、作

为地方性熟人社群的村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

的变化， 实际上处于一种难以逆转的慢慢解体过

程之中，⑥而与这一慢慢解体的过程同步，国家-地

方社群（村庄）-个人（村民）间的关系形态也随之

深刻地改变了。
由于在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多种因素的作

用，当今的乡村社会已经不复是稳定、内聚、封闭

的熟人共同体， 传统形态的熟人社群从总体上正

在、并且将继续无可奈何地走向终结。 第一，市场

机制（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作用，加上改革开放

以来国家为个体（村民）松绑的各种政策法规（包

括改革之初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以解放出来的联

产承包责任制、 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规定以

及十八大以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系列举措等

等⑦）， 大大提升加剧了包括乡村社会在内的我国

整体社会的流动性，“安土重迁”早已是明日黄花，
乡村社会也已不再是过去那种稳定的熟人社会。
目前， 一方面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

区，都存在不少所谓“空心村”（不发达地区主要是

由于男女壮劳力纷纷外出打工， 发达地区则主要

是由于年轻人迁居城镇），另一方面，特别是在经

济相对发达的农村， 则多有外来务工的陌生人口

超过本地人口的村庄。而“撤村并村（居）”⑧等等举

措也在深刻地改变着传统农村生活的熟人社会关

系。 乡村社会关系的陌生化、疏离化趋势，不可避

免地动摇了传统熟人共同体下那种“出入相守，守

望相助”的互帮互助的情感基础。 第二，由于发达

的市场网络，加上现代发达的交通、信息技术，如

今的农村居民已非常容易从外部获得必要的资源

和服务， 以解决其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需要与问

题，由此导致的结果，使他们对于内部的依赖性大

大降低，而这，必然和上述的流动性、陌生化一道，
影响、妨碍传统乡村社会的那种内聚性。 换言之，
在传统社会，之所以“远亲不如近邻”，很大程度上

是由于“远水救不了近火”或“远水解不了近渴”，
而当现代市场和技术已使 “远水” 变得近在眼前

时，就势必会影响到那原本亲于远亲的近邻关系。
第三，上述第一、第二实际上表明，如今的村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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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非是封闭的社群。 无论是作为整体的村庄，还是

村民个体，都与外部世界发生着日益紧密的经济、
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各样的接触互动，从而也

接受着各种各样的影响，村落已不是一个单纯、简

单的共同体，而已成为日趋多元、复杂的社群。
显而易见，乡村社会的上述变化，既是乡村社

会内部关系———包括村庄与村民的关系和村民之

间的关系———的变化， 也是乡村社会及其居民与

外部大社会之间关系的变化。 总的来说，前者在现

代化的进程中变得日益淡薄、松散，从而，无论是

村民对于其他村民， 还是作为整体的乡村社会对

于个体成员， 影响力都是日益薄弱———当然不是

完全没有；与此相反，后者则变得日益紧密深广，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 乡村社会及其成员与外部大

社会已越来越不能分隔， 已越来越融入外部大社

会，并作为一个有机的分子而活动于其中。 而这两

个方面，又共同改变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及个体（村

民）之间的关系。 当乡村社会内部关系变得日益疏

离，乡村社会内部力量的影响力日益淡薄，原本可

以按相关习俗内部自行解决的问题， 包括基本生

活秩序的维持、必要的公共生活设施的提供、对贫

弱者的扶助等等， 以及在今天日益多元复杂的现

代社会生活中新产生的问题， 都只能更多地仰仗

外部力量的介入， 而首当其冲的外部力量无疑就

是国家（政府）的力量；同样地，当乡村社会及其成

员越来越融入外部大社会， 并作为一个有机的分

子活动于其中， 则其行为的影响以及遭遇的问题

也就逾越出了乡村社会的边界，必须、也必然要受

到外部世界力量的调节和干预， 这外部世界的力

量首当其冲的同样无疑是国家（政府）的力量。 也

就是说，相比于传统社会，从功能需求上讲，今天

那已经深深卷入大社会系统的乡村社会及其成员

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必然是更加紧密。 就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肯定的那样，在今天，
“无为主义”的国家（政府）已经难以为继，政府权

能的增加是必然之势。⑨而在功能需求上拉近乡村

社会及其成员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同时，
现代国家在经济、组织、技术等治理手段上的发展

也使它有能力远远地突破传统上“皇权不下县”的

限制而深深地进入乡村社会———或者说包括乡村

社会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底部或“基层”。 而这种“深

深地进入”实际上也意味着，作为乡村社会成员的

“村民”们，他们不仅在功能需求、利害关系上与国

家（政府）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比以前更加紧密，而

且，在与国家（政府）发生关系的形式上，也已经可

以不必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需要通过乡村社会中

的头面人物的中介，而可以直接地联系互动，就像

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一样。

三

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上述深刻而

巨大的社会结构性变革， 不可能不给同样作为社

会现象的道德带来深刻的影响。
这可以从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来看。 从消极

的角度，如上所述，传统的“乡（村）规民约”是在传

统的国家-地方社会（村庄）-个人（村民）关系的约

束下存在和作用的， 当这种传统的关系形态在现

代化进程中渐趋式微解体时，传统形态的“乡（村）
规民约”也就不能不随之渐趋失灵而走向终结。 前

面指出，作为一种内生的“地方 性 伦 理”，传 统 的

“乡（村）规民约”一定程度上代替国家的政策 法

律， 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

面规定了乡（村）民们的基本社会义务，但是，当现

代国家有能力突破传统上“皇权不下县”的限制而

深深地进入“基层”乡村社会（而乡村社会本身的

复杂化、 多元化也需要国家权力更多的介入和干

预），当今天的村民们能够通过发达的市场、便捷

的通讯和交通轻易地从外部获得必需的生活资源

和服务，当乡村社会关系的陌生化、疏离化动摇了

人们彼此之间直接履行义务的情感基础， 则直接

发生于乡村社会内部关系中的道德义务也必然难

以像以前那样维持下去：一方面，消极的义务规定

必然将更多地由国家的法令而不是乡（村）规民约

来体现（从而，传统上以“无讼”为尚的“礼治秩序”
也将逐步让位于法治秩序），另一方面，成员之间

直接互帮互助的积极义务也必将随着他们彼此之

间直接依赖性的减弱以及情感的淡漠而缩减 （当

然，这并不意味着义务总量的缩减，而只意味着义

务履行直接对象 和 履 行 方 式 的 改 变， 见 后 面 分

析），并且也将越来越多地通过国家（政府）———如

通过纳税———来间接地履行。 显而易见，这两个方

面的一个共同的结果，就是釜底抽薪般地蚕食、掏

空、至少是压缩了作为地方性伦理的“乡（村）规民

约”的实质内涵。 而当“乡（村）规民约”的实质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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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被蚕食掏空或压缩时，则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

挥的作用也必将日益弱化———或许，也可以反过来

说，正是由于在社会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已经越来

越作为大社会之有机分子的乡村社会已经不再像

以前那样，对于作为地方性伦理的“乡（村）规民约”
有诸多的功能需求，才导致了后者自然的式微。

肯定有人会问，在今天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就

完全没有“乡（村）规民约”生存和发挥作用的空间

吗？即使传统的“乡（村）规民约”式微没落了，有没

有可能生长出与新的结构条件相适应的新的 “乡

（村）规民约”呢？ 如本文开头所说，笔者并不全然

否定“村规民约”在改善当今乡村治理中可能起到

的积极作用，毕竟社会再现代化，也不可能完全消

灭所有地方性的特殊民情， 而在尚处于现代转型

过程中的我国就更是如此。但是，只要承认在现代

化的进程中乡村社会本身的日益陌生化、多元化、
复杂化是客观的趋势，只要承认国家（政府）进入

社会基层之能力（不等于“权力”）的强化是客观事

实， 只要看到乡村社会及其成员之融入外部大社

会是不可逆的进程，一言以蔽之，只要肯定现代化

的进程无可回避地会推动包括乡村在内的整体社

会的一体化，那么，“乡（村）规民约”即使还以某种

形式继续存在， 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只能是拾遗补

缺的作用，而绝不可能是“一定程度上代替国家的

政策法律”、塑造“礼治秩序”的作用。 就历史发展

的总体趋势而言， 作为一种在国家的政治和社会

治理上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道德形态（地方性伦理）
之载体的“乡（村）规民约”，必将逐渐走向终结。

但是，“乡（村）规民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之

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和终结， 并不意味着道德的

式微和终结。 作为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的一个

重要方面， 一种特定的道德当作为其生存和作用

之基础的社会结构性条件依旧存在时， 是很难人

为地加以清除的， 就像当这种结构性条件在历史

的变迁过程中已不复存在时， 是无法被人为地复

活的。 但是，新的结构性条件在使旧道德失灵、消

亡或徒剩躯壳的同时， 往往也为一种新的道德的

形成提供了动力和土壤。 这就涉及到前述现代化

进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革对于道德的积极影

响了：它在使“乡（村）规民约”从总体上走向式微、
终结的同时， 也在催生着一种新的道德； 就此而

言，它带动的是一种道德的转型。 此时，我们要做

的，不是如何使旧道德借尸还魂，不是如何复活和

重建“乡（村）规民约”这种旧的伦理形式，而是如何

自觉地顺应新的结构条件而建设新道德， 以维护、
促进新社会结构条件下之正常有序的社会生活。

这种催生、呼吁着某种新形态的道德的结构条

件是什么？ 不是别的，就是前面所指出的，在作为

狭隘的小共同体的乡村社会内部关系变得日益淡

薄、松散的同时，乡村社会及其作为个体的乡村社

会成员———当然不仅仅是乡村社会成员， 而是全

体社会成员———与外部大社会、与国家（政府）的

交往、利害关系已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直接。
个体越来越成为直接投身于外部公共社会中的一

员，成为国家的公民，则必然产生一个他们如何在

这个外部大世界中恰当而得体地行为， 如何与这

个从根本上讲是“陌生人社会”⑩中的人们得当地

相处，如何处理应对与国家的关系的问题；乡村社

会本身越来越融入外部大社会 （以及内部关系的

陌生化、疏离化），则其成员与它的关系以及成员之

间的关系也必将会越来越纳入和服从外部大社会

中的关系逻辑。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必然需要一种

具有新的内涵和新的形式的新伦理新道德来引导

和调节这种关系。 这种新道德，就是公民道德。

四

公民道德要规范的是作为直接投身于外部公

共社会中的一员，作为国家之公民的个体的行为，
以使其能够妥善而得当地处理和应对与外部世界

中的人们的关系、与国家的关系（当然，如上所述，
随着乡村社会本身越来越融入外部大社会以及本

身内部关系的陌生化、疏离化，其内部关系也必将

会越来越纳入和服从外部大社会中的关系逻辑）。
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 公民道德无疑同样要规定

个体必须履行的某些必要的社会义务。而义务，如

前所说，源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积极的义务

源于你的需求依赖于别人的服务， 如同别人的需

求依赖于你的服务； 消极的义务源于你的正常生

活依赖于别人的自我克制， 即不去做某些特定的

事，如同别人的正常生活依赖于你的自我克制。在

这一点上， 公民道德对于个体的义务要求与 “乡

（村）规民约”对于个体的义务要求并没有本质的

区别，它们都源于一个事实：在总体上，谁也无法

离开他人而独自正常地生活、发展。 但是，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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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结构形态下，质言之，在传统封闭、稳定、简

单、同质的乡村熟人社会中与在现代开放、流动、
复杂、异质的陌生人社会中，这种相互依赖性的表

现形态是不一样的。 在前者那里，这种相互依赖性

是直接发生在具体成员之间的， 不仅与消极义务

联系的相互依赖是如此，而且，与积极义务联系的

相互依赖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你生活中所不可避

免地会遇到的各种可能的问题能不能得到有效解

决， 直接取决于你的左邻右舍到时是不是直接提

供帮助。 但是，在后者那里，依赖的直接性主要只

体现在与消极义务相联系的相互依赖中（比如，你

能否安宁地睡个午觉依赖于大妈们在这个时刻不

在你住所的附近大声放音乐跳广场舞），至于与积

极义务相联系的相互依赖性则不再直接发生 （至

少是很少直接发生）在具体的社会成员之间。 举例

来说， 教师的正常生活无疑依赖于农民所生产的

粮食，工人所建造的房子……，而这些农民、工人

……及其孩子要获得教育无疑也依赖于教师，但

是，教师和这些农民、工人等等可能并没什么直接

的联系。 在这里，相互依赖是通过第三方中介而发

生的， 因此个体的依赖在直接表现形式上呈现为

对第三方中介的依赖。 而最基本的第三方中介，就

是国家与市场。
与相互依赖性的这种变化相联系， 现代公民

道德对于社会成员的义务要求也自然地发生了相

应的调整变化。 第一，需要直接在社会成员之间履

行的， 主要是消极的义务， 即不能做什么以免影

响、妨碍、干扰别人正常生活的义务；至于以某种

积极的行为直接去帮助别人， 则由于社会成员之

间不再存在 （至少是大大降低了） 直接的相互依

赖，因而不能、也不应作为义务去要求于个体，而

只能作为他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加以提倡。 如果

谁将这种“权利”当作“义务”来要求于个体，就构

成了“道德绑架”。 輥輯訛第二，成员之间直接互帮互助

的积极义务的消除或大大的缩减并不意味着社会

成员所要履行的积极义务的消除或缩减，因为，从

根本上讲，成员之间积极的相互依赖依旧存在，只

不过借助于第三方中介来实现罢了，与此相应，公

民道德所要求于成员的积极义务也不直接发生在

成员与成员之间，而是在成员与中介之间：他必须

向国家履行各种义务（如纳税），輥輰訛以便包括自己在

内的每一个公 民 能 够 获 得 国 家 提 供 的 保 护 和 服

务； 他必须以自己合格的职业行为向市场提供合

格的商品和服务， 以便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社会

成员能够通过市场满足各自的需求。 一言以蔽之，
在现代新的结构条件下， 传统上直接发生于成员

之间的积极义务在现代公民道德中纷纷转化成了

成员对于中介机构的义务。
当然，无论是积极的义务还是消极的义务，最

终都体现为行为规范，或者是规定人必须怎么做，
或者是禁止人怎么做。规范又必然伴随着制裁。没

有对违背规范者的制裁或制裁的可能， 规范往往

停留于外在的事实， 而难以内化于心灵而成为人

的道德。 而一旦论及制裁，则又可以进一步看到，
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不仅使道德的内涵和形式发

生了变化， 而且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确保道德义

务得以实现、 使外在的伦理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

德意识和精神的制裁方式。 如前所述，使传统“乡

（村）规民约”得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制裁，主要是通

过“道德舆论场”（俗话所谓的“戳脊梁骨”）来实施

的，但这种“道德舆论场”往往在一个相对封闭、关

系密切、凝聚力高的熟人社会才最有可能。 但是，
现代公民道德发生并要作用于其中的现代社会显

然不是这样的社会，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陌生

人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舆论得不到个体之间频

繁联系的有效保证，它也不可能对个体行动实行充

分的控制，舆论既缺乏稳定性，也缺乏权威性。 ”輥輱訛当

舆论的作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日趋弱化的时候輥輲訛，
对违背道德规范、 不能履行道德义务的个体的制

裁只能更多地托付给一些相对比较正式的组织机

构。 涂尔干所说的职业团体（“法团”）自然属于这

种机构輥輳訛，而国家（通过其各级、各类政府机构）更

在这种机构中首当其冲。 在现代社会之公民道德

的建设和培育上，各种正式的组织机构，特别是国

家，必须扮演更加积极而重要的角色。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也许

有人会问， 当公民道德所要求于公民的某些义务

表现为对国家的义务， 当某些道德制裁需要国家

通过其相关机构来实施时， 公民道德与法律的区

别在哪里？ 我们认为，这实际上表明，在现代社会

中， 公民道德和法律是存在交叉重叠的———偷税

漏税固然是违背法律的， 同样也是违背公民道德

的———后者可谓前者的起点， 但前者的涵盖则要

比后者更为宽泛。 这恐怕也就是作为道德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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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奠基人的涂尔干为什么在 《职业伦理与公

民道德》 的一开始即将道德与法律联系起来并称

“道德和法律事实”，进而却又将“道德和法律事实”
简单合称为“道德事实”輥輴訛的原因；同样，这恐怕也是

人们为什么常常将“法律意识”看做“第一项公民美

德”輥輵訛的原因。第二，也许还有人会问，本文在阐释公

民道德的内涵时主要限于公民的道德义务，难道公

民道德仅仅止于公民履行道德义务吗？ 确实，道德

义务只是公民应该恪守的道德底线，履行了义务只

意味着你是一个合格的公民，而唯有超越于义务之

上的行动，才可能成就一个真正的“好公民”。不过，
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行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来说，
公民道德义务毕竟是最基本的保障，也正因此，“我

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 才会被人看做是伦理学的

“根本问题”輥輶訛。 当然，对于正处在转型之中的、动不

动就有人偷税漏税、动不动就出现诸如“霸座男”之

类的当今中国社会来说，公民道德义务意识的培育

就更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了。

注释：
①参见王小章《经典社会理论与现代性》，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3～165 页。
②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854 页。
③④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 5 卷）， 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37～38、40 页。
⑤杨奎松：《谈往阅今》，九州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4～

25 页。
⑥关于作为地域性社 会 生 活 共 同 体 的“社 区”在 现 代

化进程中慢慢销蚀、解体过程之更一般 的 分 析 叙 述，参 见

王小章、陈宗仕：《社会学思 维》，浙 江 大 学 出 版 社 2018 年

版，第 103～109 页。
⑦参见王小章、冯婷《从身份壁垒到市场性门槛 :农民

工政策 40 年》，《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 期。
⑧对于“撤村并村（居）”，许 多 人，特 别 是 那 些 对 传 统

乡村深怀乡愁式的眷念留恋的人们， 有不少不同的看法。
但 是，笔 者 以 为，在 社 会 现 代 化 的 进 程 中 通 过 “撤 村 并 村

（居）”，对在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及交通、通讯等很

不发达的基础上形成的村庄聚落进行必要的改造、 重组，
使之转变为适合并便于居住者参与和共享现代文明（包括

参与市场、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高 质 量 的 公 共 服 务 等

等）的现代社区，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 在这个改造重组

的过程中，居住的适度集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某些分散的

小村落的消失也是必然的， 这 既 是 农 村 经 济 的 产 业 化 使

然，也是公共服务得以高效而集约地供 给 的 需 要，而 现 代

便利的交通以及通讯技术的发 展 则 为 这 种 集 聚 提 供 了 现

实可能。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真正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的村落可以作为文化遗产而给以保护下来， 但必须注意，

这些村落只是作为“传统文化”而成为“保护”的对象，而作

为“文化传统”的分散式小农村居形态则 无 论 如 何 都 不 可

能继续下去了。 这就仿佛我们可以欣赏而且有必要保护作

为艺术品的书法，但毛笔书写在今天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

主要的书写手段。
⑨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 5 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 2009 年版，第 37、135 页。
⑩需要说明的是，所谓“陌 生 人”，固 然 包 含 着 彼 此 生

疏、不了解、不相知的含义，但更主要的是指在双方之直接

或间接的关系中， 一方对于另一方来说不是作为具体的、
活生生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而存在的，而是作为抽象的、
符号化的、概念化或单一功能性的对象而存在（就此而言，
两个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 也 是 一 种 陌 生 人 关 系）。
换言之，所谓“陌生人关系”，绝不是通常 容 易 误 解 的 那 样

彼此之间没有关系，而是一种不同于熟人之间关系但彼此

之间依旧存在相互影响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 当这样一种

关系取代熟人关系而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关系后，
也就需要一种新的、与维系熟人关系的道德有所不同的特

定道德来调节。
輥輯訛王小章：《“道德绑架”从何来，何时休》，《人民论坛》

2017 年 5 月（中）。
輥輰訛在此必须指 出 的 是， 按 照 现 代 社 会 的 基 本 价 值 观

念，公民能够获得国家提供的保护和服务的“权利”是公民

向国家尽“义务”的伦理前提，而公民向国家尽义务则是国

家能够为公民提供有效保护和服务的事实前提。
輥輱訛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 德》，渠 东、付 德 根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 页。
輥輲訛有人可能会提到“现 代 舆 论”即 由 现 代 传 媒 型 塑 的

舆论的作用，但实际上，这种现代舆论本 身 就 是 下 文 所 说

的“正式的组织机构”的产物。
輥輳訛需要指出的是，涂尔干将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区分

了开来。 公民道德要确定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它“所规

定 的 主 要 义 务……是 公 民 对 国 家 应 该 履 行 的 义 务”(涂 尔

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付德根译，上 海 人 民 出

版社 2001 年版，第 52 页)，而职业团体的道德意义主要是

对于职业伦理而言。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涂尔干在谈职

业伦理时主要着眼于其对于职业 群 体 内 部 整 合 团 结 的 功

能，而实际上，人们的职业行为不能仅仅 从 这 种 行 为 与 职

业体系或群体内部的关系来看，更要从这种行为与外部对

象的关系来看。 比如，制假售假不能仅仅从从业者与同业者

的关系来看，更要从这种行为与整体社会的关系来看。 而着

眼于后一种关系，我们认为，职业道德本身应该纳入公民道

德，并且，相比于职业团体，更需要国家机构来调节。
輥輴訛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 德》，渠 东、付 德 根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4 页。
輥輵訛奥特弗利德·赫费：《经济公民、 国家公民和世界公

民———全球化师大中的政治伦理学》，沈国琴等译，上海译

文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78 页。
輥輶訛埃里克斯·弗罗伊弗：《道德哲学十一讲》， 刘丹译，

新华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5～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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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 in the process of the subject understand the law through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The legal coherence is
the result of the subject understands the law through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is only
an interpretative position of understanding the law， and rational deconstruc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of
legal understanding. When we examine the deficiencies of the law with a critical attitude， we are rationally
deconstructing the law.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and rational deconstruction depend on each other.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often requires rational deconstruction as a tool. Rational deconstruction relies on rational re-
construction of existing theories. Balkin observes whether coherent the law in the main position. The theory
further enriches the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eory of coherence. But it does not give an effective solu-
tion to the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theory of coherence.

Key words： J.M. Balkin； legal coherence；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al Rights： on the Interactive Model between General Principles and
Fundamental Rights in Chinese Constitution

Wang Liwan
（Human Rights Institut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Chinese constitutional founders have taken a positive position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t-
tached importance to its guiding functions， and set the “interactive model” between General Principles and
fundamental rights in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s “institutional rights”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for fundamental rights， while fundamental rights become the extension of
the general principles in subjective rights dimension. In Chinese Constitution， whether it is a general princi-
ple corresponding to fundamental right or principle lacking direct correspondence but providing background
guarantees， it serves as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fundamental rights. For the former， it can be directly
transformed into subjective rights； and for later， the process of “indirect subjectivization” mainly depends on
legi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rect or indirect subjectivizati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have in fact become the
source of fundamental rights. The lawmakers continue to set the goals of the “future time” i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s of the nation， transform the general
principles into subjective rights， thus completing the interactive model between general principles and fun-
damental rights in Chinese Constitution.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rights； general principles； fundamental rights；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insti-
tutional supply

From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to Civic Morality：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Mora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te-Local Community-Individual Relation

Wang Xiaozhang1， Feng Ting2
（1.School of Politics and Sociology，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2.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Culture Study， Zhejiang Party School， Hangzhou 311121）
Abstract： As a kind of “local ethics”， the formation， existence， connot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are closely linked with a specific social structure，
especially a specific state-local community-individu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irreversibl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the traditional“village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will
inevitably gradually decline. However， while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society mak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decline and end in general， they also call for a new kind of morality， that
is， Civic Morality. Civic Moralit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who are more and mo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external public socie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s as
citizens.

Key words：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folk conventions； civic morality；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Moral Person Hypothesis and Pan-moralization Logic
in China Accountability of Public Interest

Liu wei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Abstract： Accountability of public interest isn’t an easy problem about technology， law or right bu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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